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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转型理论

在这篇短评中, 我将对孙立平富有启发性的

文章 ,“社会转型 : 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”, 做些补

充而不是批评。我对孙的文章大都同意, 我不想详

细讨论我们之间多数是在术语使用上的分歧 , 而

想强调我们在分析上的共同点。

本评论的目的有三点:

1) 我同意孙立平所说的 , 迄今为止中国的转

型过程是独特的, 但我相信, 对东欧( 指俄罗斯、白

俄罗斯, 和乌克兰) 和中欧( 指前捷克斯洛伐克、波

兰、和匈牙利) 在共产主义解体以后各自进入的不

同路径加以区分是同样重要的。!"根据我早先的

工作 ( Eyal et al., 1998; King and Szelenyi, 2005

and 2006) , 我认为后社会主义转型有三条 、而不

是两条演变路径。

2) 但是, 受 1990 年代后期以来的众多事件的

启发, 我要对我早先的转型理论做些修正。我将提

供最近十来年里这些路径出现某些趋同的证据。

这是一个自我批评, 也是与孙立平的友好对话。

3) 孙立平在文章结论中倡导一种实践社会

学。他建议关注普通民众而不是精英的生存策略。

我理解他的立场, 但我要争论的是, 在世界的哪个

部分和历史的什么关头, 历史是由阶级斗争还是

由阶级内部不同精英集团之间的斗争所推动的 ,

是一个经验问题。

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:

从社会主义趋同到分岔的转型策略

社会主义时期的趋同

在 1948~1949 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, 社会主

义阵营的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、政治

和经济制度上都有明显的趋同势头。

如孙立平所指出的, 社会主义是一种现代化

的独特战略, 我要补充的是, 一种特别强调加速工

业化的战略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, 这一战略对

欠发达经济有利。捷克斯洛伐克 ( 或匈牙利和波

兰) , 由于已经相当工业化了 , 它们在社会主义第

一阶段的经济表现就不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,

后者在进入社会主义前基本是农业经济。中国的

经济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政策错误前成

长迅速。因此, 各国在进入社会主义时, 初始的发

展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。

在社会 主 义 时 期 各 国 的 制 度 安 排 也 趋 于 相

同。甚至中国也采用了苏联模式( Brugger, 1976) ,

在苏联红军占领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欧洲国家则

严格照抄了苏联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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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毫无疑问: 社会主义的这种趋同决不是

完全的。如孙立平正确地指出的, 中国和苏联的集

体化农业有着极大的差别。即使中欧的农业合作

社也与苏联的集体农庄不同, 而中国的人民公社

与上述两者的合作化形式又大异其趣。有些不同

是由长时段的原因造成的( 如俄国的村社, 中国的

村庄, 及中欧的大庄园都影响了各自的社会主义

农业组织) 。由于与苏联的竞争或对抗( 如 1953 年

后的中国 , 或 1948 年后的南斯拉夫) 而形成的不

同的国家政策也是各国差异的原因。但是, 从相同

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及经济组织模式的惊人相似来

看, 社会主义的支配特征是趋同的。所有这些国家

都是一党执政, 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

为正统, 所有国家都出于实际的理由取消了生产

资料的私有制, 都是以再分配或中央计划经济体

制为基础。

后社会主义时代早期经济成长的分岔趋势

当上述国家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变时 ,

它们重新开始分岔: 各个主要历史区域———东亚,

东欧和中欧———取得了不同的经济成长速度 , 并

发展出相当不同的制度。

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

代陷于停滞 , 中国则在 1978 年后开始改革 , 并经

历了基本上持续的快速成长。!"当 1989~1991 年

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后 , 这个趋势强化了, 所有欧

洲的前社会主义国 家都陷入了巨大的转型 危 机

( Kornai, 1994) , 而中国的经济则继续成长。

就经济成长而言 , 1990 年代即使对欧洲后社

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分岔明显的十年。最初几年,

欧洲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都直线下降; 中欧的经

济在 1995 年跌到谷底。不过, 在 1990 年代的下半

期 , 这个地区的经济成长迅速 , 到 2000 年完全恢

复到转型前的水平。东欧的经济和社会衰退在开

头几年得到一定的控制, 但衰退拖得更长久 , 而危

机也更深刻。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里, 东欧和中

欧的经济成长曲线截然不同。

走出社会主义的三条路径

三个世界历史区域不仅在经济动力上, 而且

在制度上再次开始分道扬镳。

( 1) 中国道路。东亚或中国的道路可以表述为

两个互补的( 如果不是矛盾的) 特征。一方面, 中国

的后社会主义转型显然是“自下而上的。”改革始

于农村( 和农业) 的集体所有制的解体和家庭企业

的重建( Sachs, 2005) 。结果, 在改革的早期, 如孙

立平也指出的,“市场转型”的主要受益者是普通

民众 , 即“直接生产者”, 特别是农民( Nee, 1989;

Szelenyi and Kostello, 1996) 。市场改革对城市( 工

业和第三产业) 的影响要晚得多, 一开始只对小型

私营企业开放了一些新的空间。即使在为吸引国

外投资而创办的新的经济特区, 多年来, 在那里开

办企业的主要是相对小的投资者, 常常是海外华

人( Sachs, 2005) 。另一方面, 与欧洲不同 , 中国的

转型是在发展导向的国家 ( developmental state)

领导下进行的。在转型的前二十年, 在城市经济中

公有企业居于主导, 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并追求保

护主义的目标。如果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是一个

资本主义社会的话 , 可以说它是一种国家资本主

义 , 其中 , 国家/共产党是各种社会阶级和社会制

度中的关键的平衡力量。中国的发展是“自下而

上”与国家主导相结合。

如孙立平所指出的 , 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在

前苏联及其东欧的卫星国要剧烈得多———这要归

结于共产党政治权威的突然丧失。与中国形成反

差的是, 在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, 资本主义是

“自上而下”建立的。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转变不

是来自于发展导向的国家; 相反, 它是被政治和文

化精英的各个派别推动和利用的。在前苏联及其

卫星国, 向资本主义转型开始于国有企业的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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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, 这给精英们提供了各种机会来将他们原来的

特权转变为新的特权, 或者, 如果他们以前没有特

权的话, 则让他们为自己攫取特权。

( 2) 东欧的新家长制。如我所曾指出的, 自上

而下的后社会主义的欧洲资本主义有两个完全不

同的形式。在某些国家———特别是俄罗斯———私

有化的主要机制是经理层收购, 其结果通常是企

业经理人员, 甚至偶尔包括前共产党官员, 成为新

的企业主。我把这称之为“制造资本家却没有资本

主义, ”因为至少在早期阶段, 即直到 1990 年代中

期, 产权转移的速度超过了市场制度发育的程度。

结果, 在俄罗斯, 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几乎是瞬间

就得以形成, 但以物易物仍旧是一种主要的交易

手 段 ( Burawoy, 1996; Burawoy, 2001a;

Gustafson, 1999; Woodruff, 1999) 。由于社会主义

的世袭的或家长制权威生存了下来, 一些人把这

种 形 式 叫 做 “ 新 家 长 制 资 本 主 义 ”( Garcelon,

2005) 。

( 3) 中欧的新自由主义。中欧经济体制的变化

比中国和东欧更快、更激进, 也更加一以贯之。公

有制迅速瓦解了 , 对经济 , 价格 , 外贸的管制转眼

之间取消了。这些新资本主义体制甚至比英国、美

国这些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原型的核心国家更符合

新自由主义版本的资本主义制度。然而, 在中欧国

家产权仍旧不太明晰。经理人员———无论是从旧

体制留用的还是新聘用的———通常行使决策权 ,

但没有成为私有业主。我把这种体制叫做“推行资

本主义但没有资本家”。虽然自从 1989 年私有化

就在中欧开始了 , 一个资本家“阶级”在形成———

但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主要是通过外国投资者收

购来进行的( King, 2000) 。因此,“没有资本家”指

的是国内“大资产阶级”的形成相对缓慢 , 而不是

说资本家们本身是缺席的。外国直接投资, 特别是

大型跨国公司 , 领导着这个转型。因此 , 中欧“路

径”的另一个表述是“自外而内”地推行资本主义

( King and Szelenyi, 2005) , 这创造了一个比世界

上任何其它国家都更加全球化的区域 , 至少在全

球化时代的发达地区是如此。

在过去的十年里各国的发展是否证明这个多

重路径的理论呢? 自 2000 年以来在后共产主义世

界中, 可以看到在某些方面显著的趋同, 但我要争

论的是 , 在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“三个世界”

里, 仍旧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差别。!"

在巩固市场经济中

趋同的前景和限度

在 1999~2000 年前后, 后社会主义的早期分

岔趋势改变了。多数中欧国家的增长显著放缓, 而

俄罗斯开始起飞。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, 俄罗

斯经济表现每年都超越匈牙利和波兰, 其增长率

接近中国。在转型的第一个十年东欧和中欧之间

不断扩大的差距开始缩小。

到 1990 年代的下半期, 各国经济体制也开始

趋同。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, 中国开始国有企业

的私有化( Sachs, 2005) , 并对跨国公司开放。我

对中国“自下而上的”资本主义的概括 , 对“第一波

改革”最恰当 , 即 1989 年以前的那一个时期 , 对

1990 年代还可算恰当 , 但对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

可能就完全不恰当了。政治资本主义也在潜入中

国。中国的权势精英( nomenklatura) 从乡镇企业

中学会了如何从市场转型中获利, 虽然中国的国

有企业私有化比俄罗斯要缓慢, 但受益者却是相

同的 : 共产党的官员、前官员 , 以及他们的子女和

受庇护者( ( Walder, 1996, 2003) 。

在后社会主义欧洲的两个世界中同样可以看

到制度上的趋同。中欧不再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

主义。一个新的有产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形成, 他

们中许多人来自于前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管 理 阶

层, 而另一些人则是通过其它各种途径, 一般是在

2008/02 开 放 时 代



□
105

专 题 一

市场竞争中致富的。中欧国家现在是欧盟的成员,

面临着强大的压力要它们遵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

的实践和制度。

俄罗斯同样展示了向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趋同

的信号。市场制度更明确地建立起来———俄罗斯

已不再是“有资本家但没有资本主义”的情况了。

但是我们看到在新家长制统治精英和某些财富寡

头之间围绕着新近获得的 产权展开了激烈 的 斗

争。普京政府甚至威胁要将某些石油工业重新国

有化, 这些企业是被前共产党官员攫取后变成私

人财产的。但是这主要是场政治斗争。新家长制政

治精英反对试图展示政治抱负的财富寡头。这是

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, 而不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。

然而, 以物易物的经济衰退了, 市场制度牢固地建

立起来, 财富寡头已经准备好同政府就税收达成

协议, 并认识到如果他们希望吸引更多的外资和

技术的话, 他们需要更确定的商业环境。

我十年前就完成了 《推行资本主义但没有资

本家》的书稿, 这是我第一次全面阐述关于三种后

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。在写这篇评论时( 2007 年

夏) , 我有理由在区分后社会主义转型的不同路径

时更加谨慎。中国可能并不像我在十年前所相信

的那样、或像孙立平这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例外。

但是我不想把我的自我批评, 或对孙立平的

批评推得太远。本评论的中心论点仍然是, 新的趋

同有其限度 :“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三个世界”

依然存在。

虽然有国企的私有化和跨国资本 的 大 量 流

入,“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”在中国已经珍稀, 但仍

然存在。不过, 共产党仍旧垄断着政治权力 ; 国家

仍旧是发展导向的; 传统儒家的等级与和谐观念

看上去和平共处, 并与自由民主的观念在竞争( 关

于儒家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 各种观点 , 请 参 阅

Eisenstadt, 1991; Guo, 2003; Yao, 2002) 。

俄罗斯现在市场制度已经相当成熟, 但社会

关系仍旧有较多的世袭家长制色彩, 虽然这些关

系并不因此表明这个社会受专制统治者支配 , 至

少一些评论家相信, 在一个东正教崇拜权威的影

响根深蒂固的民众中, 这些色彩被深深印刻在社

会关系上了。!"

由于成为欧盟成员, 中欧国家与我们所知道

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最接近, 并明显倾向于新自

由主义。这些国家对跨国资本的依存度很高, 有些

采取了对企业非常优惠的政策( 比如 , 爱沙尼亚、

罗马尼亚、和斯洛伐克采取了单一税率, 其它国家

也在认真考虑采取这种税制 ; O’Dwyer, 2007) , 并

正滑向英美的而不是欧洲的社会模式。#"

阶级斗争和精英冲突

有没有从社会主义转型的中国道路呢? 简单

的回答是有, 但从最近十年的发展来看, 它越来越

不再是“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”, 而是越来越指向

国家资本主义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孙立平

所倡导的很有吸引力的实践社会学和对普通民众

的强调? 要回答这个问题, 我先要把这个问题变成

我自己的语言, 并讨论做为历史动力的阶级和精

英斗争。马克思认为历史是通过阶级斗争自下而

上推动的。韦伯则认为历史运动是一个自上而下

的过程, 是不同精英派别之间斗争的结果。孰是孰

非? 我的答案是这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势。

毫无疑问, 自下而上的过程———用我的术语

来说: 阶级斗争———在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是关

键性的。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, 阶级斗争在中

欧和东欧国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( 参阅 Sze-

lenyi, 1988) 。邓小平的早期改革, 很像 1968 年后

匈牙利卡达尔政权的改革, 是一个分裂的统治阶

级向农民/农民工的妥协 , 为的是换取政治上的和

平。1986 年 , 我为我的《社会主义企业家》写导言

时———该书分析了一个新的有产的小资产阶级的



兴起———我讨论了“自下而上的、静悄悄的革命。”

让我引用我自己:“本书强调农村半无产阶级⋯⋯

在追求他们经济独立和公民权的目标 时所 做 的

⋯⋯重大贡献。社会学家卑微的任务是⋯⋯充当

这一历史的见证, 并录下这一波安静的革命中的

各种事件”( Szelenyi, 1988: 22) 。还有:“匈牙利的

农民, 以及远离他们半个地球的中国的兄弟姐妹

们数十年来耐心地教育他们的新主人 : ⋯⋯如果

允许人民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, 农业———当

然社会也一样———会变得更好 ( Szelenyi, 1988:

xv) 。我相信这与孙立平倡导的实践社会学所说的

“普通民众采取的策略”是相同的观点。

然而 , 1989 年以后不久 , 我就认识到 , 至少匈

牙利转型的最大输家之一就是普通大众。休克疗

法和取消进口和物价管制消灭了“社会主义企业

家, ”即那些在所谓的第二经济中开始获得社会和

经济自主权的一群人。受到来自西欧农民的没有

限制的竞争, 产出的价格下降, 而由于对燃料和化

肥取消管制, 投入的价格则急遽上升。在农业部门

中, 转型的受益人是前合作社的经理们。同样的趋

势在经济的其它部门也可以看到。1989 年变成了

“自上而下的革命”, 大众阶级没有得到动员, 精英

之间的斗争推动着转型。

匈牙利并不是例外, 欧洲其它前社会主义社

会的过程基本相似。最令人迷惑的案例是波兰。

1981 年波兰工人阶级的动员水平在世界历史 上

是史无前例的。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眼看

就要发生 , 而它所反对的 , 则是一个自称为“无产

阶级专政”的国家。但是到了 1990 年, 团结工会政

府什么都是, 就是不是无产阶级的。虽然一些前工

人 , 如瓦文萨 , 仍旧发挥着某些政治影响 , 这个国

家却是由一些技术官僚统治着, 他们中有些来自

于支持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圈子, 有些则来自社

会主义国家和党的机构。后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

政策, 这些政策几乎不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。尽管

生活水平下降, 就业率上升, 社会保持沉默。没有

像 1981 年在格但斯克那样, 暴发罢工和抗议, 第

一次民主选举的投票率低得令人沮丧。

如果我们要理解为何社会主义在欧洲解体 ,

以及后社会主义国家各不相同的转变方向 , 我们

就必须仔细考察在社会等级的顶端发生了什么。

在 1991 年的俄罗斯, 官僚权力实际上并没有被削

弱。戈尔巴乔夫试图把权力从共产党统治阶级中

的官僚集团———技术官僚———手中转移出来 , 但

他失败了。俄罗斯的权势精英成功地把他们的政

治特权转化为私人财富。与此相对照, 中欧官僚集

团的权力是逐渐瓦解的 , 到 1989 年 , 前权势精英

中的技术官僚群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结盟赢

得了政治权力。这个新的后社会主义权力集团联

合起来反对官僚集团, 形成了对私人攫取公共财

富的主要障碍。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是道德

的守夜人。他们的同盟, 前共产党的技术官僚, 通

常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和工程师, 他们知道为

了使经济有效运转, 企业需要拥有资本和世界市

场地位的新主人。这些“更聪明的”中欧技术官僚

甚至没有试图去“盗窃”公共财产。相反, 他们把自

己管理的企业出售给与他们有关系的、信誉良好

的西方商业伙伴, 以换取经理职位。

那么, 普通民众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有作用

吗? 在东欧和中欧版本的“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”

中恐怕没有太大的作用。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

是“专家们”按着芝加哥经济学的菜谱烹调的 , 很

少考虑普通民众的需要和口味。根据 Jeffrey Sachs

自己的说法, 他在某一夜的十一点至第二天凌晨

的几点之间, 草拟了关于波兰从社会主义向资本

主义转型的 15 页计划 ( Sachs, 2005: 111- 17) 。

虽然他很聪明 , 但他肯定没有关于波兰或社会主

义一般经济状况的专业知识———这是典型的设计

出来的和照搬菜谱的资本主义, 它对受其影响之

人民的经验和实践毫无所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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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《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》在当时是对我

十年前的《社会主义企业家》一书中观点的一个自

我批评。我不得不承认, 我先前描述的自下而上的

静悄悄的革命失败了: 在前社会主义欧洲变化是

自上而下的。但我那时仍相信中国是不同的: 中国

仍旧是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。由于城市公共部门

的私有化, 跨国资本的影响日益增长, 收入不平等

的加剧 , 今天的中国与十年、二十年前相比 , 已经

越来越不像是自下而上的了。虽然中国的资本主

义会保留一些中国特色, 但后社会主义转型路径

之间的差距看来在缩小, 在所有转型社会中, 行动

似乎都发生在社会等级的顶端。

普通民众的实践是重要的, 但多重要: 比它曾

经有过的多还是少? ———这是一个要由仔细的实

证研究来回答的问题, 而不应该当作一个认识论

的假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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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:

!"对前南斯拉夫、波罗的海国家、和巴尔干国家如何定

位存在争议。不过 , 由于它们加入了欧盟 , 它们正从东欧

国家转变为中欧国家。

#"1989~1990 中 国 的 年 增 长 率 下 跌 到 4%左 右 , 但 从

1991 年起一直接近 10%, 有时更高。参见 www.chinbil-

ity.com/gdp。

$"我的转型理论( 比较资本主义理论 , 我亦称其为新古

典 社 会 学 ; 参 见 Eyal at al., 2001) 是 打 算 为“ 资 本 主 义

的多样性”( the “varieties of capitalism”) 的文献( Esp-

ing- Andersen, 1990; Coates, 2000; Hall and Soskice,

2002) 做出一个贡献。它在其他学者所认定的不同形态

的资本主义之外 , 增加了后共产主义的形式。

%"一个俄罗斯的思想库 , 社会工程研究所 , 在 2004 年

11~12 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。73%的受访者告诉调查

者他们最相信俄罗斯联邦总统。第二个最受信任的制度

是教会( 59%) , 接着是军队( 50%) 。最不受信任的制度是

国会 , 政党 , 和媒体。此外 , 大多数受访者被问及在自由

和平等之间选择何者时 , 都选择平等。当然 , 这些态度是

出于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怀旧 , 还是因为东正教尊重秩序

和权威的价值的复兴 , 是可以讨论的。

&"社会福利制度在后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最后被改革的 ;

在中欧也一样。但是做为欧盟新成员 , 它们被欧盟要求

平衡预算 , 并使它们的福利待遇市场化 , 具有讽刺意味

的是 , 它们似乎在向英美的养老金 , 医疗服务 , 高等教育

制度靠拢 , 而不是采用欧洲的社会模式 , 尽 管欧盟对其

做了大量的意识形态承诺。

( 译/刘 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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